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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技术的革新催生了以算法管理与灵活用工为特征的新型劳动形态，传统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在司法

实践中面临系统性失效。本文从劳动形态异化与司法标准滞后性出发，提出以“实质从属性”为核心的

制度重构方案。通过分析算法权力对劳动过程的隐蔽控制、格式化协议对风险转嫁的制度化，以及数据

要素对劳资关系的重塑影响，揭示司法认定困境的深层逻辑。最终提出判定标准动态化、举证责任倒置

与权利保障分级的改革路径，旨在实现资本效率与劳动者权益的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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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volution in digital technology has given rise to a new labor paradigm characterized by algo-
rithmic management and flexible employment, leading to the systemic failure of traditional labor 
relationship recognition standards in judicial practice.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forms and the lagging nature of judicial standards, proposes an institutional reconstructio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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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ed on the concept of “substantive subordination”. By analyzing the concealed control of labor 
processes through algorithmic power,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isk transfer via standardized 
agreements, and the transformative impact of data factors on labor relation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deep-seated logic behind judicial recognition challenges. Ultimately, it proposes a reform path in-
volving the dynamic adaptation of recognition standards, the reversal of the burden of proof, and a 
tiered rights protection framework, aiming to rebalance capital efficiency and labor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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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经济重构了劳动力市场，平台用工模式打破了传统雇佣关系的时空边界，呈现出“去劳动关系

化”的表象。然而，司法实践中关于劳动关系认定的裁判分歧持续扩大，特别是在平台劳动争议案件中，

平台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确认率较低，同案不同判现象突出。尽管《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

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引入了“不完全劳动关系”概念，但由于缺乏可操作的判定细则，难以应对算法控

制下的复杂劳动场景[1]。平台通过数据采集与算法优化构建了“数字孪生”管理系统，劳动者在形式上

享有接单自由，实质上却受到平台的动态定价、路线规划和时效奖惩等算法规则的隐蔽控制。这种技术

赋权下的权力不对称，导致传统司法审查依赖合同文本的形式主义倾向，无法穿透算法黑箱识别劳动者

的实质从属性。因此，重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成为数字经济法治化进程中的核心命题。 
在学术界，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争议主要围绕经济从属性、人格从属性及复合标准展开。经济从属

性主导论强调劳动者的经济依赖性，提出通过持续性劳动、报酬依赖性和议价能力等因素来判断劳动关

系，这一标准因具备开放性和包容性，更能适应新就业形态的灵活性，但可能误及自雇者[2]。与此相对，

劳动从属性核心论认为劳动关系的本质在于劳动者丧失自主经营的可能性，强调资方通过指令管理对劳

动过程的直接控制，如工时约束、管理指令和惩戒权等。此观点在德国法学界得到支持，但在算法控制

日益普及的背景下，其适用性面临挑战。复合标准论则主张根据不同行业的特征调整认定标准，网约配

送行业可侧重劳动持续性，而家政行业应更加关注劳动工具的归属。然而，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从属性要

素的随意组合，导致判决缺乏一致性和可预见性。此外，随着平台用工形态的变革，“算法从属性”概念

应运而生，主张将平台技术控制纳入认定标准，以应对算法管理带来的新型劳动关系认定难题[3]。 

2. 平台劳动的特征及其劳动关系认定的法律挑战 

平台劳动者的法律地位长期处于模糊地带，劳动关系的认定面临诸多法律挑战。平台依托数字技术

实现对劳动过程的精细化控制，并通过合同条款规避雇主责任，同时掌控劳动者行为数据，使得传统劳

动法难以适用。本文通过分析平台劳动的三重异化现象，探讨其对劳动关系认定的冲击，并进一步梳理

传统司法标准在此类案件中的适用困境。 

2.1. 劳动形态的三重异化 

平台劳动的第一重异化体现在算法控制的隐性化。平台企业依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对劳动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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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理，使得传统的劳动监督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通过实时定位追踪、服务评分系统、订单分配算法

等技术手段，平台能够隐性地控制劳动者的工作节奏和行为模式[4]。例如，外卖平台利用“预计送达时

间(ETA)”算法不断压缩配送时限，迫使骑手采取闯红灯、逆行等高风险行为以满足系统要求。网约车平

台则通过动态定价机制和订单分配算法决定司机的接单范围和收入水平，却在法律上规避了雇主责任。

这一控制模式具有自我强化特征，即劳动者的行为数据持续输入算法模型，不断优化管理规则，使得劳

动者受到更严格的约束。与传统企业的直接监督不同，平台依靠算法间接实施管理，使劳动者难以察觉

自己被支配的程度，从而削弱了抗争能力[5]。 
第二重异化体现在风险转嫁的制度化。平台企业通过《服务合作协议》规避雇主责任，将经营风险

转嫁给个体劳动者。首先，动态定价机制使得劳动者的收入直接与市场需求波动挂钩，导致收入极不稳

定[6]。例如，网约车平台在高峰时段设置奖励机制，刺激司机超负荷工作，但一旦因疲劳驾驶发生事故，

平台并不承担任何责任。其次，平台劳动者往往无法享受社会保障，平台并不承担社保缴纳义务，使得

劳动者在生病、工伤或退休后面临巨大风险[7]。此外，劳动者需自行承担运营成本，包括车辆损耗、燃

油费用、设备维修等，使得经济压力完全落在个体身上。这种“弹性剥削”模式使平台得以在规避传统

雇主义务的同时，实现利润最大化。 
第三重异化表现为数据生产关系的重构。在平台经济模式下，数据已成为核心生产资料，而劳动者

在数据生产过程中被边缘化。劳动者的行为数据，如接单习惯、工作时长、位置轨迹、客户评价等，不仅

用于优化调度算法，提高运营效率，还成为平台吸引资本投资的关键资产[8]。例如，头部外卖平台每日

产生的骑手轨迹数据超过 20 亿条，这些数据的商业价值远超劳动者的直接收入。然而，劳动者既无权控

制自己的数据，也无法分享数据增值带来的收益。这种“劳动者创造数据–数据反向控制劳动者”的闭

环，使劳动者逐渐丧失对自身工作的掌控权，进一步加剧了平台对劳动者的剥削，并使得劳动关系认定

更加复杂。 

2.2. 传统司法标准的失灵 

面对平台劳动的三重异化，传统司法标准在认定劳动关系时面临失灵困境。劳动法通常依赖从属性

标准(Subordination Standard)和合意审查(Contractual Review)来判断劳动关系。然而，这些标准在算法控制

的背景下面临适用困境。 
首先，从属性标准主要依据人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来判断劳动关系。人格从属性指劳动者是否受

雇主的指挥和监督，经济从属性则考察劳动者是否经济上依赖雇主提供的工作机会。然而，平台劳动者

虽然受到算法的严格管理，但由于缺乏传统意义上的直接人身管理，使得人格从属性难以证明。例如，

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虽然需要遵循平台规则，但他们并不直接接受管理人员的指示，因此部分法院认

为算法仅提供“技术建议”而非“劳动指令”，进而否认劳动关系。此外，某直播平台的主播每日工作超

过 10 小时，并严格遵守排班制度，但由于平台未直接管理其工作内容，法院仍认定其为“合作方”而非

雇员。这种认定方式低估了算法管理的强制性，忽视了劳动者在经济上对平台的高度依赖，使得平台能

够规避雇主责任。 
其次，合意审查的形式主义倾向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的法律困境。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过度依

赖书面合同，而忽视实际的劳动关系(见表 1)。例如，平台企业利用格式条款，在《服务协议》中将劳动

者定义为“个体工商户”或“独立承包商”，即便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强度与全职雇员高度趋同，法院仍

可能依据合同条款做出对劳动者不利的认定。此外，法院往往忽视劳动者的实际工作条件，将平台劳动

视为“平等的商业合作”，而未能充分考虑劳动者对收入的经济依赖性，以及工作时间、任务安排对劳

动者自由度的限制。这种形式主义倾向导致劳动者的权利保障被削弱，使平台企业能够合法规避法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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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法律地位的不稳定性。 
具体到不同平台类型，争议的核心和司法实践现状也呈现出差异。 

 
Table 1. Status quo of identification of worker types and labor relations on different platforms 
表 1. 不同平台劳动者类型与劳动关系认定现状 

平台类型 争议核心 司法实践现状 

外卖平台 

用工模式分层(自营/专送/众包) 
导致劳动关系认定差异。自营明

确，众包通过“信息撮合” 
规避责任。 

- 自营骑手：劳动关系明确(劳动合同 + 社保)。 
- 专送骑手：因接受配送公司管理(培训、考勤、罚

款)，多被认定劳动关系。 
- 众包骑手：仅部分案件认定劳动关系(58.9%)，平台通

过算法形成“超视距管理 + 经济惩罚”，但合同形

式规避责任。 

网约车平台 司机接单自由度较高，但受平台

规则(定价/评价系统)隐形控制。 

- 多认定为劳务关系(司机可自主选择工作时间)。 
- 国际对比：美国 Uber 司机曾被认定为雇员，中国尚

未突破。 

快递/物流平台 外包与直营并存，平台通过 
多层分包转移责任。 

- 直营快递员劳动关系明确。 
- 外包模式下，法院审查实际管理方(如配送路线控制、

罚款权)。 
- 专送骑手因统一管理(服装、排班)被认定劳动关系。 

短视频平台 创作者经济依赖流量分配与收益

分成，但内容自主性高。 

- 多否定劳动关系，因缺乏“人格从属性” 
(如无需坐班)。 

- 平台通过算法影响流量分配，形成经济控制。 

 
整体来看，平台劳动者面临的法律困境源于传统劳动法标准与平台经济的矛盾，尤其是算法管理的

隐性控制和合同形式的形式主义，使得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面临挑战。 

3. 司法实践困境的深层逻辑 

3.1. 算法权力的法律属性模糊 

算法权力是指算法在社会生活中凭借技术优势对个体、组织乃至社会结构所产生的支配力、控制力

和影响力。其核心体现在，算法通过数据的收集、分类、排序与决策等功能，重塑信息的可见性、资源的

配置方式以及行为的规范机制。具体而言，算法权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技术性力量，算法依托

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算力优势，能够对信息流通、资源分配及社会关系进行有效控制；其次是决策主

导权，算法在许多情境下通过自动化决策代替人类判断，进而影响政策议程、舆论走向甚至主导价值观

的塑造；再次是隐性权力机制，相较于传统权力的强制性与显性化，算法权力更具隐蔽性，悄然渗透到

社会各个领域，形成一种结构性的、难以察觉的支配格局。 
从本质上看，算法权力呈现出复合性、动态性和弥散性的特征。首先，它是技术权力与资本权力的

结合体，表面上表现为技术优势，如高效的数据处理与建模能力，背后却是资本对数据资源、舆论控制

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主导权。其次，算法权力具有明显的动态性与不确定性，随着数据的持续迭代与算

法的不断更新，其作用范围与影响强度呈现出不可预测的变化。最后，算法权力呈现弥散性特征，它往

往以分散、隐匿、非强制的方式嵌入社会网络之中，通过潜移默化的“集体性理解”影响人们的行为，而

非依靠直接的命令或外在强制实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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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时代，算法在劳动管理中的角色引发了深刻的法理争议。支持“技术中立论”的观点认为，

算法仅是供需匹配工具，其本质是技术手段，不涉及对劳动者的直接控制或管理。然而，批判理论指出，

算法通过数据画像、行为预测和奖惩机制，实现了对劳动者的规训，构成了一种新型资本权力。这种认

知分歧导致司法裁判尺度不一：在同类案件中，一些法院认定算法派单构成“事实用工管理”，从而确

认劳动关系，而另一些法院则认为其仅是“技术辅助行为”，从而否认劳动关系[9]。 
算法控制的隐蔽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加剧了法律适用的困难。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工具，算法的决策

过程往往难以被劳动者或雇主完全理解，甚至连其设计者也难以完全掌握。这种“黑箱”特性使得算法

的法律属性更加模糊，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算法控制的认定存在较大分歧。例如，在某些案件中，法院可

能仅将算法视为一种技术工具，忽视其对劳动者自主性的剥夺；而在另一些案件中，法院则可能认定算

法直接参与了劳动过程的管理，从而构成劳动关系。 
此外，算法控制的隐蔽性和复杂性还导致了劳动基准的变动和劳动权益的削弱。算法通过实时监控

和动态调整，不断优化劳动过程，但这种优化往往以牺牲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为代价。例如，外卖骑手

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发生交通事故或猝死的事件屡见不鲜。然而，由于工伤保险的前置条件是确认劳

动关系，这些劳动者往往难以获得应有的救济。算法对劳动过程的隐形控制，使得劳动者的自由度被严

重限制，但司法实践往往难以捕捉这种控制机制的本质，使得劳动权益保护出现制度性缺口。 

3.2. 经济依赖性的认定偏差 

现行劳动法标准通常将“持续性服务”作为经济从属性的核心要件，即劳动者需长期依赖某一雇主

获取收入，才能认定其具有经济从属性。然而，在零工经济背景下，大量“间歇性全职”劳动者的存在，

使得这一标准难以适用。例如，某众包配送员同时注册 3 个平台，每日工作时间超过 8 小时，其月均收

入占家庭总支出 80%，但由于工作碎片化和非持续性特征，法院未能认定其与平台存在劳动关系。 
经济依赖性的认定偏差还体现在对劳动者经济弱势地位的忽视。传统劳动法认为，经济依赖性是劳

动关系成立的重要条件之一，但这一标准在面对灵活用工形态时显得力不从心。例如，在外卖平台用工

中，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收入高度依赖平台规则，但法院往往忽视这一点，仅将其视为劳动者的自由选

择结果。这种司法倾向忽略了平台算法在分配工作机会、确定薪酬水平方面的控制力，使得劳动者的实

际依附关系被低估，从而难以获得劳动法的保护。 
此外，现行标准对经济依赖性的认定还存在过度简化的问题。法院在判断劳动者是否具有经济依赖

性时，往往仅考虑其收入来源是否单一，而忽略了劳动者在多个平台之间的灵活切换能力[10]。然而，在

现实中，劳动者即便同时注册多个平台，仍可能受限于特定平台的算法规则。例如，一名外卖骑手可能

在多个平台接单，但由于某一平台的派单机制决定了其大部分收入来源，该骑手在实际操作中依赖该平

台提供的工作机会。这种简化认定方式忽视了灵活用工形态下劳动者的实际经济状况，导致其权益保护

不足。 

3.3. 权利救济体系的制度性缺陷 

职业伤害保障真空是平台劳动者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现行工伤保险制度要求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

间存在明确的劳动关系，而平台劳动者往往缺乏稳定的雇佣关系，导致其在发生交通事故或过劳猝死等

事件时难以获得救济[11]。例如，某外卖骑手在工作中猝死后，其家属历经两年诉讼才获得平台的人道主

义补偿，这一案例暴露了工伤保险制度在灵活用工领域的缺陷。由于缺乏强制性的职业伤害保险，平台

劳动者在高风险劳动环境中处于极不稳定的法律地位，其职业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 
此外，集体劳动权的虚置化也是平台劳动者面临的重要问题。由于平台算法规则的制定权由企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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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垄断，劳动者缺乏议价能力，导致报酬计算方式、服务评分标准等关键条款的单方变更频繁引发群

体性争议。然而，现行法律未明确平台劳动者的集体谈判主体资格，使得此类纠纷难以通过司法途径有

效解决。传统劳动法保护的是典型雇佣关系下的集体劳动权，例如工会谈判权，但平台劳动者由于身份

模糊，往往难以参与集体谈判机制，导致其议价权缺失。 
现行法律对平台劳动者的保护还存在明显的制度性缺陷。例如，《劳动合同法》对非全日制用工的

要求较为宽松，用人单位可以随时终止用工且无需支付经济补偿。这种制度设计虽然缓解了就业市场的

压力，但也给用人单位规避责任提供了便利。在平台经济下，企业通过设计复杂的用工模式，将劳动者

置于“非全日制”或“个体工商户”的法律地位，使其在法律上被排除在劳动法保护之外。 

4. 制度重构路径 

面对平台劳动者法律地位模糊、劳动关系认定困难、权利保障缺失等问题，亟需从制度层面进行系

统性重构。本文提出三项核心的制度重构路径：判定标准的动态化、举证责任的倒置以及权利保障的分

级。这三项制度变革的核心目标是通过科学的判定标准、公平的法律程序以及分层保护体系，建立更加

完善的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确保平台劳动者在新型劳动关系中享有与其劳动贡献相匹配的权利保障。 

4.1. 判定标准动态化：从形式控制到实质从属的范式转换 

在传统劳动法体系下，劳动关系的认定主要依赖于“人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两个标准。然

而，平台经济下的算法管理、数据监控和任务分配机制，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用工管理模式，使得原有的

认定标准难以适用。为应对这一挑战，亟需引入“实质从属性”的复合判断标准，以动态评估平台劳动

者的劳动关系属性。具体而言，该标准应包括以下三个核心维度： 
算法控制强度：评估平台企业通过算法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长、接单规则、服务标准等方面的控制程

度。例如，若平台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地点、服务方式进行严格约束，并通过数据分析和算法奖励机

制影响劳动者的决策，则可认定其具有较强的“事实用工管理”特征，从而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认定标

准。 
经济依赖性指数：通过计算劳动者的收入占比、替代成本及生产资料的依附性等因素，评估其对平

台的经济依赖程度。例如，若劳动者超过 80%的收入来自某一平台，且切换其他工作模式的成本较高，

则可认定其具备较强的经济从属性，从而符合劳动法保护的对象。 
劳动内容属性：区分劳动者提供的服务类型，例如标准化服务(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与技能型服

务(如在线咨询师、自由职业者)之间的差异。对于标准化程度较高、受平台控制程度较强的劳动者，应更

倾向于认定其符合劳动关系标准，而对自由职业者则适用更灵活的法律框架。 
在实践中，可以借鉴美国 Borello 测试体系中对“业务整合程度”的考察，即劳动者的工作内容是否

构成企业核心业务的一部分。然而，这一体系在移植到中国时，需要结合本土法律环境和新业态的特点。

例如，《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已提出对不同类型平台劳动者进行分类

保护，这一政策方向可为未来判定标准的动态化提供法律依据。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分层认定模型，

可以确保判定标准既符合国际借鉴，又能适应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 

4.2. 举证责任倒置：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衡平机制 

在平台劳动争议案件中，由于算法的“黑箱”特性和数据垄断，劳动者在争议中面临严重的举证困

难。在“谁主张谁举证”的传统原则下，平台企业通常掌握着关键证据，如派单规则、收入计算方式和任

务分配逻辑等，而劳动者却难以获取这些信息，导致平台的用工责任难以得到有效确认。为弥补这一缺

陷，建议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增设举证责任倒置条款，以确保在平台劳动争议中，平台企业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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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起初步举证责任。 
1) 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要求 
算法规则的透明性与非歧视性：平台企业需要证明其算法规则公开透明，并确保在劳动者任务分配

过程中不存在歧视性行为。例如，平台应提供接单记录、评分算法的具体计算逻辑等信息，以便确认劳

动者是否在接单过程中受到不公平待遇。平台企业需要展示其算法在任务分配上的公平性，并提供相关

证据以排除任何潜在的歧视行为。 
报酬计算标准的合理性：平台企业需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薪酬机制合理、公平，且未通过算法设

置过度剥削劳动者的模式。例如，平台应明确公示其报酬结构，如“基础工资 + 绩效奖金”模式，并且

不得通过算法设定薪酬规则来人为降低劳动者收入。平台需解释并提供证据，证明其薪酬机制未导致劳

动者收入的不合理减少。 
接单自由度的实际保障情况：平台企业需证明其对劳动者“自由选择权”的保障是实际有效的，而

非仅为形式。例如，若平台通过评分系统降低不频繁接单劳动者的可见性，导致其收入减少，平台需证

明这种评分机制并未构成对劳动者的“事实控制”。此时，平台需要提供证据表明其任务分配和接单系

统并未通过隐性规则限制劳动者的接单自由。 
2) 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基础 
举证责任倒置符合“举证责任分割理论”，即在平台企业掌握核心数据而劳动者举证困难的情况下，

应由平台企业承担核心证据的披露责任，劳动者仅需提供其服务事实、薪资流水等基础事实的证据。这

种做法既能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又能避免对平台企业的过度要求，确保公平、公正的裁判。通过这

一机制，司法机构可以更有效地处理平台劳动争议，提升司法效率和公正性。 
3) 举证责任倒置的操作方式 
平台企业的举证义务：在劳动争议中，平台企业需主动提供与劳动者争议相关的核心证据，特别是

涉及算法规则、薪酬计算和接单系统的操作数据。这一举证责任的倒置将有助于消除平台企业对核心信

息的掌控优势，确保争议得到公正裁决。 
劳动者的举证义务：劳动者仍需举证与其工作事实、薪资流水等直接相关的基础证据，但不再承担

对平台算法及薪酬模式等信息的举证责任。这一调整可以缓解劳动者因信息不对称而面临的举证困难，

确保其基本权益得到保障。 
司法机构的审查：在诉讼过程中，法院应根据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审查平台企业提供的核心证据

是否充分，并通过平台企业的举证来判定其是否履行了用工责任。如果平台企业未能履行举证责任，则

可以推定其在劳动关系中存在不公平或不合理的行为。 
通过引入举证责任倒置机制，可以确保平台企业在劳动争议中的责任更加明确，减少信息不对称对

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负面影响，进而实现平台劳动领域的公平正义。 

4.3. 权利保障分级：类型化保护的制度构建 

对于强从属型劳动者(如外卖骑手、快递员)，由于其受平台控制程度较高，且经济依赖性明显，应适

用全面的劳动法保护，包括最低工资标准、工伤保险、带薪休假等基本权利保障。平台企业需承担完整

的雇主责任，并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或类似的保障协议，以确保其合法权益。 
混合从属型劳动者(如网约车司机、直播平台主播)则处于劳动者与独立经营者之间的灰色地带。针对

这一群体，可设立“第三类劳动者”身份，使其享有部分劳动权利，如最低收入保障、社保缴纳义务及集

体谈判权等。虽然此类劳动者不应完全适用于传统劳动合同法，但平台仍需提供一定的就业保障，同时

确保薪酬机制透明化，避免因算法调整导致劳动者利益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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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自主经营型劳动者(如众包骑手、在线咨询师)，由于其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不适用于劳

动合同法。然而，为避免这一群体因缺乏社会保障而陷入经济风险，应将其纳入灵活就业社会保障体系，

例如提供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此外，为防止平台利用算法或佣金机制对劳动者进行过度剥削，

需建立相应的法律框架，确保公平交易环境。此外，还应建立平台用工备案审查机制，动态评估平台用

工模式的变化，确保分类监管机制能够随时调整，以适应不断演变的数字经济形态。 

5. 结语 

传统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未能有效应对新型劳动形态的出现，导致劳动者权益保护不足。本文深入

分析了平台劳动的特征及其对司法认定带来的挑战，并提出了制度重构的路径，包括判定标准的动态化、

举证责任倒置和权利保障分级等改革方案。通过对现有司法认定困境的深层逻辑的剖析，可以看出，平

台劳动关系的核心问题不仅在于劳动者经济依赖性的认定偏差，更在于算法控制带来的隐性管理权力。

这种新型的劳动控制模式，使得传统的劳动法难以适应新的劳动现实。为了实现资本效率与劳动者权益

的再平衡，亟需通过制度创新来应对这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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